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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 淑 滿  

摘  要 

近十年來，由於全球化發展趨勢在亞洲地區形成的國際分工關係，迫使許多

經濟較弱勢的國家，透過勞動力參與及婚姻關係，而產生人口流向經濟較為優勢

如：臺灣、日本、韓國與新加坡等國家。到底婚姻移民現象呈現出甚麼樣的社會

意義？婚姻移民婦女在臺灣的生活經驗又凸顯出何種社會議題？做為一個移民

國家，我們的移民政策與相關配套措施又如何回應婚姻移民婦女的問題與需求

呢？這正是本文探討的重點。本文藉由臺灣近十年來婚姻移民的發展趨勢，說明

婚姻移民婦女普遍面對的問題與需求，進而說明目前我國移民政策與相關措施的

適當性，進而檢視以 T.H. Marshall 所提出的公民權概念所建構的社會福利制度，

在面對全球化所帶來的跨國人口流動現象的不適當性，反思未來移民政策與相關

措施的發展內涵與趨勢。 

壹、前  言 

從歷史發展經驗來看，臺灣本來就是

一個移民國家；然而，在過去五十年來，

無論是就國家政策或相關制度措施，都很

少論及如何建立移民國家的政策與制度等

相關議題。近幾年，由於全球化發展趨勢

在亞洲地區所形成的跨國人口流動現象，

迫使政府與民間社團開始關注外籍勞工及

婚姻移民婦女相關權益等議題。到底婚姻

移民現象呈現出甚麼樣的社會意義？而婚

姻移民婦女在臺灣的生活經驗又凸顯出何

種問題？這些問題與社會工作之間又有著

甚麼樣的關聯呢？在這一篇文章中，我將

藉由臺灣婚姻移民現象發展脈絡，剖析當

代福利國家社會福利制度建立在公民身分

（citizenship）認定的基礎，對社會工作者

在實踐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過程可能

的影響與困境，進而反思社會工作人員在

實務工作過程應有的態度、立場與角色。 

貳、婚姻移民發展趨勢 

過去我們對異國婚姻總是存著許多美

麗幻想，可是這些幻想卻在全球化的發展

趨勢下一一幻滅。近年來，在媒體大力的

放送之下，跨國婚姻已經成為另一種隱喻

與符碼，背後隱藏著許多負面的思維、甚

至是污名化的事實。到底臺灣的婚姻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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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是如何形成的？目前的發展趨勢又是

如何？這些現象與趨勢又呈現出甚麼樣的

社會意涵呢？ 
對大多數的歐美國家而言，「移民」

（immigration）是一項非常普遍的社會事

實；對大多數的亞洲國家而言，跨國人口

流動一直都不是社會常態。然而，全球化

所形成的國際分工關係，卻讓亞洲地區成

為跨國人口高度流動的區域；隨著這種跨

國人口流動的發展趨勢，所形成的多元文

化與多元族群的問題，正挑戰著日本、南

韓、臺灣與新加坡等經濟條件較好的亞洲

國家。相較於歐美，亞洲國家的人口組成

同質性相當高，日本人口中約有 99%是由

大和民族組成，在香港人口中約有 98%是

漢人，而漢人在南韓與中國的比例分別是

98%與 93%（Castles & Davidson, 2000）。 
亞洲地區的跨國人口流動是如何形成

的呢？跨國移民現象可以遠溯至二次世界

大戰之後，由於歐洲流亡人士大量湧入

美、加地區，同時亞洲地區經濟條件較好

的國家的年輕子弟，有機會前往歐美國家

留學，學成之後為美國企業或研究機構吸

納，而留在美國服務，這就是形成第一波

跨國人口流動的主要原因。在 1970 年之後

的冷戰年代中，歐美國家部分學、經歷與

職業條件較為弱勢的男性，透過郵購方式

與東歐或亞洲地區的女性結婚（註 1），形

成了第二波跨國人口流動的發展趨勢

（Castles & Davidson, 2000；Ishii, 1996）。
在第一波的跨國移民現象，移民主體主要

是第三世界國家中具有技術或工作能力的

男性，所以是一種因工作而產生的移民行

為；而第二波的跨國移民現象，移民主體

也是來自第三世界國家，不過卻是以女性

為主，而且移民行為並非建立在工作基

礎、而是建立在婚姻而產生的移民行為。 
在 1980 年 代 以 後 ， 郵 購 新 娘

（mail-ordered brides, M.O.B.）現象逐漸在

日本醞釀成一股新移民風潮。許多東南亞

地區經濟條件較差的國家，女性透過仲介

介紹與日本男性結婚，形成跨國人口流動

的趨勢。臺灣的外籍新娘現象約莫出現在

1970 年代中期，當時因為婚姻市場「男多

女少」的性別比例不均衡事實，加上女性

對婚姻觀念的改變，選擇不婚的比例逐年

增加，開始有少數社會經濟地位較為弱勢

的男性向外尋求婚姻的管道。到了 1990
年代初期，受到全球化發展趨勢影響，逐

漸在亞洲地區形成階層化的經濟互賴關

係。由於臺灣位居半核心（semi-core），而

東南亞國家如：印尼、菲律賓、越南、與

馬來西亞，則處於邊陲（periphery）地帶，

外勞與外籍新娘就成為填補傳統產業及家

務勞動的主要人力資源（夏曉鵑，1997；
蕭昭娟，2000；藍珮嘉，2003）。由於政府

對外籍勞工配額有一定規定，可是對外籍

新娘的人數卻無明確限制，這也造就了外

籍新娘在臺灣快速發展的現象。 
夏曉鵑（2002）、Cheng & Bonacich

（1984）等人，將這種因國際政治經濟結

構變遷所產生的「婚姻移民」（marriage 
immigration）現象，稱之為「商品化的跨

國婚姻」。從資本主義的觀點，跨國婚姻是

在解決農村地區勞力不足的問題，同時也

確保了農工階級的再生產（reproduction）
機制。然而，女性主義者卻認為在全球化

的發展趨勢中，跨國婚姻往往更進一步鞏

固了父權機制。Kojima（2001）對日本郵

購新娘現象進行長期觀察發現，郵購新娘

源 起 於 彌 補 日 本 勞 動 力 與 再 生 產

（reproductive）勞力的不足，婚姻移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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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在日本家庭的地位，卻遠不如本籍婦女

在家中的地位。 
目前臺灣的婚姻移民呈現出何種發展

趨勢呢？根據內政部統計資料顯示，從 19
90 年以來，因婚姻關係而產生的東南亞籍

與中國籍移民人數約有 25 萬人；其中，中

國籍婚姻移民女性約有15萬 4千人之多（6
2%），而東南亞籍婚姻移民女性約有 9 萬 3
千人左右（38%）（http://www.peace.org.tw
/activity/20030822-01.htm）。同時，外籍結

婚登記數也逐年上升；在 1998 年，結婚登

記總對數為 14 萬 6 千對左右，其中跨國聯

姻共有 1 萬對左右，佔了 7.13%；在 2000
年，結婚登記總對數為 18 萬 1 千對左右，

而跨國聯姻卻佔了 2 萬 1 千對（11.75%）；

在 2002 年，全國結婚登記總對數並無明顯

增加（共 17 萬 3 千對左右），而跨國聯姻

對數也仍舊維持約 2 萬對左右（11.65%）

（內政部統計通報，2003；薛承泰，2003）。 
根據外交部資料顯示，在所有東南亞

籍婚姻移民女性中，越南籍佔六成以上，

平均年齡在 25 歲左右。從近年來婚姻移民

發展趨勢來看，越南籍已成為婚姻移民的

主要人口組成；然而，約有四分之三的越

南籍婚姻移民女性不是華裔後代，使得婚

姻移民婦女無論是在語言或文化上，均與

臺灣生活呈現明顯隔閡。相較於本籍婦

女，婚姻移民女性的教育程度也略微偏

低，其中有五分之二以上僅有國中或國中

以下的教育程度，這對臺灣面對知識經濟

的挑戰，可說是一件相當沈重的壓力。 
根據外交部的統計，與東南亞婦女通

婚的男性之教育水準大多集中在國、高中

職教育程度；大多屬於農、工階級，從事

藍領工作、卡車司機、自營商或農耕等工

作（王宏仁，1999）。外籍新娘居住地除了

北部的桃園及新竹兩縣之外，大多集中於

中南部與臺東縣的邊緣、封閉社區，其中

以澎湖及屏東縣的外籍新娘比例最高；這

些地區可說是臺灣在都市化、工業化發展

過程，屬於較邊陲的地帶（夏曉鵑，1997a；
蕭昭娟，2000）。這些會選擇與東南亞女性

通婚的男性，可能由於居住邊緣地帶，也

可能由於職業、身心障礙或年齡等因素，

在工業化和都市化過程，被貼上「沒出息」

的標籤。這幾種的社會邊緣位置讓這些男

性在婚姻上挫敗，娶不到老婆，因而才願

意花大把鈔票透過仲介公司，從印尼、菲

律賓、泰國與越南等東南亞國家購買新

娘。基本上，臺灣男性與東南亞婦女聯姻

的關係，不是建立在感情、而是建立在金

錢交易的基礎，這往往使男方及其家人有

「撈本」的心態，把外籍新娘當做「商品」

（commodities）、而不當「人」（human 
beings）來看待（潘淑滿，2003）。加上這

些男性的低教育程度，來自封閉的社區，

大都有「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性別刻

板的價值觀，兼又先天與語言的限制，使

得這種郵購異國婚姻關係往往不被看好。 

參、跨國婚姻關係的社會議題 

我個人開始關心婚姻移民婦女的權益

及相關議題，約莫是在三、四年前。那時

候，我正在進行一項有關婚姻暴力與性別

政治的國科會研究，而走訪於北、高縣市

家庭暴力防治中心與婦女團體，許多社會

工作人員告訴我婚姻移民婦女在臺灣遭受

婚姻暴力的普遍現象，而社會工作人員在

協助過程的無奈與無力。在完成本籍婦女

婚姻暴力問題的研究之後，我就開始著手

進行有關外籍新娘婚姻暴力及其公民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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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科會研究，並利用一年半的研究期間

前往全國各縣市家庭暴力防治中心及警察

局，對第一線提供受虐婚姻移民婦女的相

關工作人員展開訪談工作。最近一年多

來，開始進行另一項有關母職經驗與母性

政策的國科會研究計畫，並利用訪談過程

訪問了八位婚姻移民婦女，瞭解她們在懷

孕、生產到教養小孩的歷程之母職經驗與

看法。除此之外，由於參與實務機構督導

的經驗，讓自己有機會更深入瞭解不同類

型婦女團體及相關機構，在推動婚姻移民

女性相關服務的經驗與困難。到底婚姻移

民現象凸顯出甚麼樣的社會議題？綜合個

人研究與實務經驗及國內相關研究報告與

媒體報導，將婚姻移民之社會議題歸納為

下列幾項： 

一、語言與文化的調適 
全球化所帶來的跨國人口流動，對移

居國往往產生巨大的多元文化之衝擊，迫

使移居國政府必須思考如何建構有效的文

化機制，以建立多元文化之國家。雖然文

化不只是「語言」而已，但是語言卻是在

文化內涵中扮演重要角色。當婚姻移民婦

女初來乍到陌生的臺灣，「語言」往往成為

她與生活世界溝通的媒介；然而，在語言

溝通能力相當有限，加上對外在環境的陌

生與生活不適應等因素，「家」成為孤立婚

姻移民婦女的牢籠。誠如夏曉鵑（2003）
在「實踐式研究的在地實踐：『以外籍新娘

識字班』為例」文中所言，語言本身不是

目的，而是一種媒介，讓弱勢者藉由語言

發聲。因為語言溝通的障礙，使得婚姻移

民婦女在日常生活中，必須處處仰賴配偶

或配偶家人的協助，不僅造成婚姻移民婦

女對配偶的依賴，同時也容易讓婚姻移民

婦女與外界資源產生隔離，這種疏離正是

弱化權利的關鍵。對中國婚姻移民婦女而

言，語言溝通比較不會影響日常生活的適

應；但對絕大部分的東南亞籍婚姻移民婦

女，在移居臺灣之前可能只會幾個簡單生

字或輔以比手畫腳，進行簡單的溝通而

已，來臺灣之後如果沒有進入「識字班」

或學習語言的機會，將會讓許多婚姻移民

婦女孤立無援，而與整個社會的互動疏離。 
雖然，東南亞籍婦女無論是膚色或外

表，與臺灣婦女並沒有太大的差異；可是，

無論是文化習俗或是生活習慣，卻是與臺

灣有相當明顯的差異。舉例來說：許多菲

律賓籍新移民婦女主要是信奉基督教，而

越南則是信奉傳統佛教，這些與大多數臺

灣人的民間信仰，無論是理念或祭祀習俗

都有很大的差異。在日常生活中的飲食習

慣，無論是口味或菜色，東南亞與臺灣之

間也都有明顯的區分，東南亞國家通常是

口味較重，酸、鹹、辣並重，但是臺灣卻

是較淡而油膩。大至國家、法律的理念，

小至生活習俗與互動，都需要語言做為溝

通的媒介，當語言無法成為溝通的橋樑

時，就很容易成為衝突的來源。近年來，

各縣市教育局積極展開婚姻移民婦女的識

字教育工作，而其成效城鄉明顯有別，同

時仍有許多支持性較低的夫家，會以交通

不方便或家務繁忙等理由，拒絕婚姻移民

婦女參與識字班的學習。 

二、社會支持系統薄弱 
這種建立在以身體做為經濟交換手段

的跨國婚姻關係，原本感情的基礎就相當

脆弱，加上語言溝通不良及文化適應上的

問題，很容易衍生出人際互動問題。當婚

姻移民婦女離鄉背井來到人生地不熟的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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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同時也是與娘家或過去的支持系統中

斷關係。由於婚姻移民婦女移居的臺灣家

庭大都位居偏遠地帶，加上語言溝通能力

的限制，使得婚姻移民婦女不僅無法獲得

生活資訊，同時在缺乏與外界溝通的管道

之下，很容易形成社會弱勢中的弱勢族群。 

三、缺乏醫療與優生保健知識 
由於語言溝通不良、文化及生活適應

問題，許多婚姻移民婦女初來臺灣時都產

生水土不服的現象。由於心理調適加上社

會人際關係適應不良，許多身心症狀陸續

出現如：體重減輕、失眠、沒有胃口、頭

痛或月經不順等，甚至有相當高的比例有

沮喪及憂鬱等心理問題。根據楊詠梅

（2003）的研究，有 30%婚姻移民婦女曾

出現沮喪與憂鬱症狀，有 10%曾有自殺念

頭，7.5%有明顯無力感，這些指數都比本

籍婦女高。 
普遍而言，婚姻移民女性的夫家大都

是屬於較為傳統、保守的家庭類型，所以

進入婚姻關係中透過「生育」達到「傳宗

接代」的任務，往往成為婚姻關係中物質

交換的籌碼，所以婚姻移民家庭之生育率

普遍較高。根據內政部的統計數字，目前

我國的出生率低於千分之 11，而外籍配偶

所生的嬰兒卻佔了該年出生人口的比例約

12.5%左右（http://www.peace.Org.tw/activi
ty/2003activity/20030822-01.htm）。換句話

說，臺灣每八位新生嬰兒中，就有一位新

生嬰兒的母親是婚姻移民婦女；可以預見

在本籍婦女普遍晚婚、不婚或不生的發展

趨勢下，未來臺灣的人口組成結構將會朝

向多元族群與文化的發展趨勢。 
許多臨床資料顯示，有相當高比例的

婚姻移民下一代有遺傳性疾病或發展遲緩

現象（63.6%），不過將這些問題歸因於婚

姻移民女性並不公平，因為許多婚姻移民

女性的配偶本身就是高危險群。根據高雄

長庚醫院的研究發現，婚姻移民婦女懷孕

期間產檢次數約為 8.3 次，低於本籍婦女

的 10.7 次；而婚姻移民婦女在懷孕期間流

產、早產或生下低體重胎兒的比例比本籍

婦女高（楊詠梅，2003）。 

四、新臺灣之子的教育問題 
根據衛生署的新生兒通報，每八位新

生嬰兒中，就有一位新生嬰兒的母親是婚

姻移民婦女。由於大多數夫家仍保有傳宗

接代的保守意識，所以生育成為婚姻移民

女性進入夫家的重責大任。如果每位婚姻

移民婦女生育 2〜3 胎，那麼目前臺灣約有

40 萬〜50 萬的「新臺灣之子」（註 2）。可

以預見在本籍婦女普遍晚婚、不婚或不生

的發展趨勢下，未來臺灣的人口組成結構

將會朝向多元族群與文化的發展趨勢。許

多資料顯示，婚姻移民女性在移居臺灣半

年到一年之間，懷孕的比例相當高，婚姻

移民女性在短時間之內需要調適語言與生

活適應上的問題，卻又要面對懷孕、生產

與養育下一代的壓力，往往造成對下一代

教養方面的問題（楊詠梅，2003）。許多實

務工作者更指出，當前教育環境相當重視

家庭與學校的配合，雖然婚姻移民女性移

居臺灣多年之後，語言溝通將不會是日常

生活的主要問題，可是受限於婚姻移民女

性的閱讀與撰寫能力，仍使得學校與家庭

的溝通受到相當程度的限制。當然，隨著

第二代年齡漸長而社會關係日益拓增，對

婚姻移民女性的依賴也會逐漸減少，可是

在兒童學習的關鍵期缺乏足夠的支持仍會

對下一代新臺灣之子的學習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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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就業限制導致經濟依賴 
雖然勞委會「就業服務法」已放寬對

東南亞籍婚姻移民的工作限制，不過對於

中國籍婚姻移民的工作權，仍是採取非常

嚴格的高標準。對於東南亞籍婚姻移民婦

女而言，雖然「就業服務法」放寬工作規

定，可是因為語言溝通能力及識字力的限

制，加上學歷認證操作的困難，仍讓許許

多多東南亞籍婚姻移民婦女無法找到適當

的工作，只能靠家務勞動、幫傭、擺地攤

或自己開商店等方式，賺取金錢以貼補家

用。這些婚姻移民婦女的婆家，大都是屬

於經濟弱勢的家庭，配偶所從事的行業也

都屬於非主流經濟範圍，不是留在家鄉中

務農或捕魚，就是從事低階的藍領工作，

工作的穩定性也不高，所以很容易落入經

濟弱勢的族群（潘淑滿，2004）。 
就目前我國「社會救助法」的規定，

強調「家戶」與「親屬照顧」的責任。可

是，根據目前我國國籍法的規定，東南亞

籍婚姻移民大約要 3〜5 年才能拿到身分

證，而中國籍婚姻移民卻要 8〜11 年左右

才能取得臺灣的身分證。身分證往往關係

著婚姻移民女性可否獨立為戶長，許多婚

姻移民婦女在未取得身分證之前，如配偶

過世，就必須依附在其他親人的戶籍之

下。加上，各縣市負責辦理低收入戶補助

之單位，對於家戶中工作人口的界定非常

不一，使得許多婚姻移民婦女雖處於經濟

弱勢，卻無法獲得政府所提供的補助（陳

音言、徐慧英，2004）。 
在跨國婚姻關係中，婚姻移民女性的

平均年齡小於配偶約二十歲以上。同時，

這些與婚姻移民婦女結婚的男性在結婚時

之年齡，遠比與本籍婦女結婚的男性之年

齡高出許多。如果以全國的男女平均餘

命，那麼這種「（男）老（女）少配」的婚

姻模式，很容易因喪偶而落入單親家庭，

加上婚姻移民婦女經濟弱勢的處境，很容

易讓大多數婚姻移民家庭成為低收入的輔

導對象。 

六、婚姻暴力的嚴重性 
這種跨國婚姻關係原本就是建立在以

身體做為經濟交換的手段，所以感情基礎

相當薄弱，加上婚姻移民婦女在臺灣普遍

缺乏社會支持系統，加上語言與文化隔

閡，及對社會福利資源與相關權益的陌

生，使得婚姻移民婦女在遭受婚姻暴力的

威脅時，無法善用各項資源協助自己脫離

暴力陰影（邱方晞，2003；陳淑芬，2003；
潘淑滿，2003＆2004）。到底有多少婚姻移

民婦女曾經遭受婚姻暴力或生活在家庭暴

力的陰影？由於傳統「家醜不外揚」觀念，

加上婚姻移民婦女的語言、資訊、社會支

持與地理位置等因素影響，其婚姻或家庭

暴力的數字必定是高出本籍婦女。 
目前無論是國內或國外，對於婚姻暴

力相關研究之論著都相當豐富，但對於婚

姻移民婦女婚姻暴力現象，卻著墨不多。

根據美國醫學會（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的研究報告指出，在三個美

國婦女中就有一位遭受婚姻暴力之經驗，

而新移民婦女遭受婚姻暴力的比例遠高於

本國婦女。在一項研究中，Narayan（1995）
就指出：未取得永久居留權的新移民婦女

中，就有 77%曾遭受配偶虐待與暴力行

為。其他研究也顯示，在遭受婚姻暴力的

婦女中，高達 90%是新移民婦女。當一般

婦女在遭受婚姻暴力之際，往往可以透過

社會福利機構的協助，尋找適當住所與工

作機會，透過經濟生活的獨立，逐漸遠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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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暴力的陰影與威脅。可是新移民婦女

往往因為永久居留身分未確定，不具有合

法的工作權力，一旦離開配偶，就會面臨

「被驅逐出境」的命運，加上語言與文化

適應的困難，在這雙重壓迫之下，迫使移

民婦女必須持續忍受配偶的暴力行為，無

法擺脫婚姻暴力的陰影，施虐者也看準了

這種無奈，更是肆無忌憚地對配偶加以施

暴（Narayan, 1995；Menjivar & Salcido, 
2002）。 

肆、婚姻移民政策與措施 

對每個現代民主國家而言，國家政府

都會發展出一套領土主權的國境管理機制

與規範。可是由於臺灣與中國特殊的歷史

發展經驗，使得政府無論是在國境管理規

定與機制，或是在婚姻移民婦女進入臺灣

之後的服務措施與制度，都呈現出相當不

一致的現象。以下僅就婚姻移民婦女的公

民權與相關規定，說明之： 

一、移民法 
就臺灣而言，目前對東南亞籍與中國

籍婚姻移民婦女（註 3）的規範與管理機

制，分屬兩套不同系統運作。主管東南亞

籍婚姻移民事務的單位是行政院「外交

部」，而主管中國籍婚姻移民婦女的單位則

是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簡稱「陸委會」）。

規範兩者公民權的法源也不同，規範東南

亞籍婚姻移民婦女移民身分是根據「國籍

法」，而對中國籍婚姻移民婦女移民身分的

規定，則是根據「大陸地區與臺灣地區人

民關係條例」（簡稱「兩岸人民關係條

例」）。同時，負責管理婚姻移民婦女的警

察系統也不同，「內政部警政署外事課」（簡

稱「外事課」）負責主管「一般外籍人士」

的入出境事宜，而「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

管理局」（簡稱「境管局」）卻是主管本國

人是與非「一般外籍人士」如：港澳地區、

華僑與大陸地區人士。 
根據我國「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二十

三條的規定：「外國人在我國合法連續居留

七年，或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國民，

其外國籍之配偶、子女在我國合法連續居

住五年或該配偶、子女在我國合法居住十

年以上，其中有五年每年居住超過一百八

十三日，並符合下列要件者，得向主管機

關申請居留……」（2002 年 6 月 20 日修

訂）。不過，根據我國「國籍法」的規定：

「外籍配偶於現有中華民國領域內有住

所，並於國內每年合計有一百八十三日以

上的合法居留之事實連續三年以上，年滿

三十歲……始可申請歸化為我國國

籍……」。換句話說，東南亞籍婦女與臺灣

男性結婚之後，並有移居臺灣之事實，最

快要三年才可能取得永久居留權（擁有國

民身分證）。根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2003.10.9）第十七條的規定：「大陸籍婚

姻移民婦女於結婚隔兩年或已生產子女

者，可以申請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依規

定可以臺灣地區依親居留滿四年，且每年

在臺灣地區合法居留一百八十三日者，得

申請長期居留，長期居留滿兩年者，並符

合下列規定者，得申請在臺灣地區定

居……」。也就是說，中國籍婚姻移民與臺

灣男性結婚後，最快要八年才可能取得永

久居留權（擁有國民身分證）。 
目前有關於移民法相關的討論，主要

著重於移民署組織條例、對中國籍婚姻移

民婦女「生活從寬、身分從嚴」的討論、

及入出境管理局自 2003年 9月 1日開始實

施的「大陸配偶全面實施面談」。對於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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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婦女而言，「國民身分證」到底重不重

要呢？婚姻移民婦女在未取得國民身分證

之前，日常生活許多活動仍會受到全部或

部分的限制。舉例來說：沒有身分證而去

找工作，雇主未必見得會僱用；如果沒有

身分證而到銀行開戶，許多銀行仍是會拒

絕……。可見，國民身分證絕對會影響婚

姻移民婦女，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種生活經

驗。 

二、醫療照顧服務 
從許多研究報告與媒體的報導中，我

們可以瞭解婚姻移民家庭大都是比較傳統

的家庭，「傳宗接代」一直是婚姻移民婦女

在夫家的重責大任，除非因生理或不可克

服的因素之外，大多數的婚姻移民婦女來

臺之後，很快就會進入懷孕生子的歷程。

然而，根據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十條第二項的規

定：「外籍配偶必須在臺居留滿四個月以

上，才能檢附外僑居留影印本，參加全民

健康保險，而有一定雇主之受雇者，不受

四個月限制」。換句話說，婚姻移民婦女來

臺之後，必須居住滿四個月後，才能加入

全民健保享受健保所提供的醫療福利。 
在 1960 年代，由於臺灣人口密度高，

年輕男女的理想子女數偏高，且有重男輕

女觀念，避孕方法使用率低，加上偏遠地

區生育率偏高；因此，政府於 1964 年 7
月開始推動「臺灣地區家庭計畫」（五年計

畫兩期，四年計畫兩期，及三年計畫兩

期）。到了 1990 年代，臺灣的人口數及生

育率獲得適當的控制。當時由於未成年生

育率逐漸升高，高齡產婦增加，且有偶配

偶避孕需求增加，為了達到人口的質與量

的發展目標，政府開始透過「臺灣地區新

家庭計畫四年（兩期）計畫」的推行來達

到宣導家庭生活、計畫生育及優生保健的

目標。然而，在這兩個階段的家庭計畫推

行過程，均未將「外籍新娘」納入服務對

象。直到 1998 年 7 月，由於「外籍新娘」

生育保健問題漸受重視，因而在「臺灣地

區新家庭計畫」第三期中，將外籍新娘（不

含大陸新娘）之生育保健問題納入計畫實

施的目標之一，並規定：「凡是 45 歲以下

外籍新娘（不含大陸新娘）及其家屬（配

偶、公婆）能接受家庭計畫與優生保健諮

詢服務，以調適身心並減少生育先天性缺

陷兒之可能性。」。換句話說，在政府所實

施的「新家庭計畫」中，「大陸新娘」其實

是被排除在實施對象之外。 

三、就業及就業訓練 
根據行政院勞委會「就業服務法」第

四十八條但書規定：「雇主聘僱外國人工

作，應檢具有關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

請。但雇主聘僱之外國人與在中華民國境

內設有戶籍之國民結婚，且獲准居留者，

不需申請許可。」目前根據「就業服務法」

規定，東南亞籍婚姻移民婦女之就業不受

身分證的有無之限制，只要有雇主願意僱

用，就具有合法工作的身分。同時，根據

「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八條第一項：「外籍

配偶如已取得工作許可者，可參加職業訓

練機構……，辦理之職業訓練……。」但

是如外籍配偶尚未取得國民身分證者，不

得申請訓練生活津貼。若目前僅取得居留

許可者，可由外籍配偶本人或由雇主逕向

行政院勞委會申請工作許可後，始可有參

加職業訓練之權益。 

四、語言與終生教育 
有關婚姻移民婦女的教育權益，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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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成人教育與終身學習教育有關。目前我

國成人基本教育的主管機關為教育部之

「社會教育司」，而各縣市政府為「教育

局」，並依據教育部「補助辦理成人教育實

施原則」辦理。凡是與國人辦妥結婚登記，

且已入境依親居留或定居之外籍配偶，均

免費提供語言教育課程，以充實基本生活

知能。有關終身學習教育則是根據教育部

於 2002 年 1 月 11 日函各縣市政府的終身

學習教育規定辦理。凡是取得「臺灣地區

居留證」與「中華民國護照」的外籍人士，

都可以到補習或進修學校就讀，不需要負

擔任何費用；同時在經過適當認證之後，

就可以取得正式的學歷。 
有關婚姻移民婦女的生活適應，主要

是根據內政部於 1999 年 12 月訂頒「外籍

新娘生活適應輔導實施計畫」，輔導協助各

地方政府辦理「外籍新娘生活適應輔導

班」，對外籍新娘提供語言訓練、居留與定

居輔導、生活與優生保健輔導、愛滋病防

治宣導及地方風俗民情等課程，協助外籍

新娘學習我國語言，培養各項生活適應及

教育子女之能力。 

五、社會福利 
有關婚姻移民婦女的社會福利權益

中，較常被討論的部分主要有三： 
「特殊境遇婦女家庭扶助條例」  
根據「特殊境遇婦女家庭扶助條例」

的規定：凡是十五歲以上，六十五歲以下

之中華民國婦女，都適用之。不過，在婚

姻移民婦女尚未取得國民身分證之前，是

否可以獲得申請補助，則是依據各縣市之

規定辦理。受限福利資源的有限性，目前

「特殊境遇婦女家庭扶助條例」的規定只

適用於臺北市，大多數縣市而言，申請人

仍舊是要取得中華民國身分證，並設籍在

各直轄縣市內。 
家庭暴力防治工作  

家家家家家家 ：各縣市家庭報防治

中心提供受虐婚姻移民婦女有關緊急救

援、庇護安置與法律諮詢等相關服務。 
家家家家家制家家專家 ：2003 年行

政院內政部「家庭暴力防治委員會」委託

民間婦女團體（賽珍珠基金會），開始辦理

外籍配偶保護諮詢專線（0800-088-885），
並設有英語、越南、印尼、柬埔寨及泰國

等五種語言提供諮詢服務。 
社會救助法  
「社會救助法」雖於 1997 年曾修訂，

可是仍舊是環繞在「家屬責任」與「工作

倫理」的意識型態（鄭麗珍，2000）。其中

對於家庭總收入人口應計算範圍、薪資認

定計算及共同生活戶的認定，都可能導致

不同審查人員有不同的裁量空間，形成相

當大的落差。特別是，「社會救助法」本身

的界定是建立在殘補式福利思維的基礎，

可是在後現代福利會中，以家戶為主軸的

福利思維，在面對全球化所形成的新興社

會議題時，的確是缺乏問題解決的行動力

（潘淑滿，2004）。 

伍、當代公民權的反思 

過 去 我 們 總 是 習 慣 以 種 族 國 家

（nation-state）的概念來論述移民現象，

可是許多文化人類學家如：Castles & 
Davidson（2000）, Pateman（1994），和

Sassen（1991）等人，卻主張必須從多元

文化的觀點（multiculturalism），來理解後

現代社會的跨國移民現象。後現代社會對

於跨國移民現象最大的爭議，主要是環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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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民身分（citizenship）的界定，而目前

所有關於公民身分的論述，仍舊以英國社

會學家 T.H. Marshall（1977）在 1949 年所

提出的「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的概

念為主軸。對所有現代社會而言，公民權

的主張是建立在社會權的基礎，強調社會

資產是共享的，所以每個人都應該擁有適

度的經濟福利與安全，並能在一定水平條

件中生活（Marshall, 1964）。當然，社會（福

利）權的建構主要是建立在現代化國家

中，政府如何思考透過國家的力量，來降

低每個公民在日常生活中可能遭遇的風險

如：貧窮、健康或社會排除（social ex-
clusion）等（Roche, 2002）。 

Marshall 對公民權的主張，強烈的依

附在國家政府對「公民身分」的界定及全

職「工作」（full-employment）的基礎。這

樣的論述，引發了許多學者（Castles & 
Davidson, 2000；Roche, 2002）的批判，認

為 Marshall 的論述完全忽略了後現代社會

中，全球化形成的跨國人口移動，所帶來

的多元文化與多元種族的衝擊；同時

Marshall 忽略了全球化形成跨國勞動力的

流動，導致本國失業率（unemployment 
rate）與不充分就業的比率逐漸攀升，對公

民權的實踐的潛在衝擊。根據女性主義福

利學家（Deacon, 1997；Lister, 2002；
Pateman, 1994）的觀察，Marshall 對於公

民權的論述，仍侷限於市場（經濟）與國

家（政治）的互動，較少著墨私領域（家

庭）家庭關係與家庭照顧的討論。這種強

烈依附在核心家庭「男主外、女主內」的

父權價值思維，很容易讓公民權的實踐落

入工作決定論的框框，忽略了女性在資本

主義社會中，可能因家務勞動而影響其工

作權，進而限制了社會權的實踐。Marshall

的公民權雖為資本福利國家建構一套清楚

的福利制度架構藍圖，可是在這套美麗的

福利藍圖中，卻缺乏對社會階級（social 
class）以外的視野，忽略性別（gender）
與族群（race）的議題。 

當代女性主義福利學家對於社會福利

的論述，著重於關照性別與福利國家之間

的互動關係。長期以來，社會大眾普遍認

為女性是福利資源的主要受益者或消費主

體；事實上，許多福利資源或服務方案的

使 用 ， 都 是 建 立 在 全 職 工 作

（full-employment）的基準，當女性因為

家庭照顧而必須放棄全職工作，或是選擇

較不具競爭性的工作，往往會進一步影響

到女性社會權的行使。因此，女性主義福

利學家（Sainsbury, 1994；Mullard, 1999；
Siim, 1999）呼籲，對於社會權的論述應該

回歸到家庭、市場與國家三者互動關係的

討論，才能避免國家政府淪為資本主義進

行社會控制的手段。 
Sainsbury（1994）將這種以 Marshall

的公民權理念所建構的福利國家，稱之為

是「養家模式」（breadwinner model）的社

會福利制度。所謂「養家模式」的社會福

利制度，是指福利國家對於社會福利制度

的設計，根本就是建立在資本主義對核心

家庭的假設，強調「男主外、女主內」的

性別分工基礎，主張男人是家庭經濟的支

柱者，而女性必須扮演家庭成員情緒支持

與家庭照顧的角色。Sainsbury 主張要將女

人從資本父權社會中解放，就必須對公、

私部門的互動關係，及社會福利所強調的

普同主義，進行全面性的檢視工作，才能

落實沒有性別區分的社會福利普同精神。

Sainsbury 企圖從獨立自主的觀點，解構這

種必須建立在家庭連帶的公民權理念，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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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所謂的「獨立自主」（individual model）
的福利模式。在「獨立自主」福利模式中，

Sainsbury 延續女性主義強調的性別平等

概念，企圖解構傳統「男主外、女主內」

的性別分工模式，將女性在福利國家中的

公民權，從男性依附觀點解離，從個別立

場思考社會福利權。雖然，女性主義福利

學家開始注意到，資本主義福利國家中性

別對公民權的影響；不過，卻忽略了在

1980 年代末期所吹起的全球化風潮，跨國

移民現象中性別與族群交織而成的社會不

平等現象。婚姻移民婦女在移居國由於語

言隔閡及文化疏離，自然而然形成的社會

隔離現象，往往讓這群婚姻移民婦女成為

福利國家的三等公民。誠如 Castles & 
Davidson（2000）在「Being a citizen」一

文中所言，「對於少數族群而言，有關公民

權的論述是必須要超越 Marshall 的公民權

理論的思維，因為剝削與社會隔離往往和

性別與文化因素相互連結，可是在傳統的

公民權論述中，卻嚴重忽略這些因素的互

動關係」（p.121）。 

陸、結  論 

做為移民國家的一員，我們應該以何

種視角，來觀照臺灣風起雲湧的婚姻移民

現象呢？在媒體負面報導的氛圍下，我們

又如何理解遭受婚姻暴力的婚姻移民婦女

的處境？在跨國人口流動的發展趨勢下，

我們又如何能在多元文化與族群之間，建

構集體的想像與認同？ 

一、移民國家的移民政策 
對於每一個現代民主國家而言，國境

管理當然是國家主權的延伸，所以建構一

套有效的國境管理機制與規範自有其必要

性。然而，臺灣受到與中國糾葛不清的歷

史因素影響，有關移民政策的規範與管理

機制，一直呈現出紛亂不一致的現象，這

也就是為甚麼只要是移民政策的討論，往

往就會落入國家認同的爭論中。在面對全

球化跨國人口流動的發展趨勢，臺灣必須

重新檢視這些過去的歷史包袱，所建構的

移民政策的適切性。當然，許多人擔憂快

速成長的中國婚姻移民婦女的人口群，可

能會影響臺灣未來主權改變的事實，更有

人對假結婚而取得合法來臺工作，可能對

臺灣的政治與經濟產生衝擊而擔憂不已。

不可否認的，這些現象都是存在臺灣社會

的事實，然而，這不也是所有西方移民國

家都須要面對的課題嗎？我們絕不能因噎

廢食，要杜絕上述的擔憂，必須發展出一

套明確、單一的移民政策，同時輔以有效

的配套管理措施，才能讓臺灣成為一個名

符其實的移民國家。 

二、政治權與社會權分離的移民者 
政策 

在現代民主國家中，公民身分的界定

關係著政治權（選舉與被選舉權）與社會

（福利）權，政治權是現代民主國家中每

個國民都享有的權力，且政治權與社會權

兩者之間具有線性的互動關係。根據移民

法的規定，婚姻移民者必需在取得永久居

留權（有國民身分證）之後，才有選舉與

被選舉的政治權、而非天賦人權，而婚姻

移民者的社會福利權，往往也隨著公民身

分狀態而改變，所以公民身分不只影響政

治權、也關係著社會權的實踐，當然更關

係著婚姻移民婦女在臺灣的生活品質。許

多人擔憂假結婚真移民的結果，可能很快

就會動搖臺灣的主權。在這種憂慮的情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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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使得目前有關是否開放移民政策的論

述，都環繞在政治權的討論，不僅忽略了

對合法移民者的權益保障，更阻礙了臺灣

邁向移民國家的發展腳步。如果現在我們

不去正視婚姻移民，對社會福利、教育、

就業與醫療等各項制度所形成的衝擊，那

麼未來臺灣社會將會付出巨大的成本來彌

補。因此，當我們在爭論婚姻移民者的政

治權之餘，是否可以思考如何將政治權與

社會權切割開來討論，切實的思考甚麼樣

的移民者政策內涵，才能確實的幫助婚姻

移民者融入臺灣主流社會，也幫助本籍人

士發展出尊重多元文化差異與種族的胸

懷，建構一個多元文化並存的移民國家。 

三、增強實務工作者的文化敏感度 
如何因應婚姻移民發展趨勢，建構一

套有效社會福利體制呢？目前許多論述都

著重於服務輸送與資源網絡的討論，卻忽

略實務工作者本身的文化敏感度的培育。

除了目前積極的推動的識字教育、生活教

育、通譯人才培育及 113 志工諮詢專線之

外，我們應該進一步思考如何突破公民身

分的限制，發揮社會工作所強調的倡導功

能，建構一套真正符合婚姻移民婦女需要

的社會福利制度與工作模式。有關單位也

應該思考應透過何種在職教育或訓練之機

制，培育第一線提供實務工作者對多元文

化的敏感度與覺察力，建立一個符合多元

文化差異需求、而不是以主流意識抑制多

元差異的婚姻暴力防治模式。 
〔致謝：感謝助理昭琪、玉玲與耘芬等三

人，協助收集有關外籍新娘相關法規及

統計資料。〕 

（本文作者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

學系社會工作組專任副教授） 

註釋： 

註 1： 戰後第二波跨國人口流動主要是由仲介或其他管道的媒合婚姻，藉由婚姻關係而

產生婚姻移民事實，這就是所謂的「郵購新娘」（maul-ordered brides, MOD）現象。 
註 2： 許多學者將 1990 年以後因婚姻而產生的移民稱之為新移民（new immigrants）有

別於在 1945 年之後，因國共戰敗撤退來臺所湧入的移民潮，而這一波婚姻移民之

下一代就稱之為新臺灣之子。 
註 3： 一般對中國籍婚姻移民婦女稱之為「大陸新娘」，而對東南亞籍婚姻移民婦女則是

稱之為「外籍新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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